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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数治税”是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驱动税收执

法、服务、监管方式和手段变革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 2010—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考察以大数据为

基础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设显著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通过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

升级，抑制公司隐匿数字化产品销售收入和异常关联交易，进而提升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主要集中于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和规模较大的公司。拓

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从治税

收益的角度看，大数据发展显著增加了政府税收收入，为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

动力。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还会增加公司通过避税来化解经营风险的成本。

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数据治理创新在推动税收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

用效果，也为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政策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提供

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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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

（Wilson 和 Mergel，2022）［1］。近年来，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

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①。为了加快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我国启动了八大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在推进地区大数据整合、共享以及创新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促进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50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5%②。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

为打造数字政府、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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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 号）［EB/OL］.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
09/05/content_10137.htm，2015-09-05。

②　数据来源：央视网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发布［EB/OL］.https：//sh.cctv.cn/2024/01/05/ARTIAE1bmtEkUUAxaLrd
78Mu240105.shtml，202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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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政府数字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陈艳利和蒋琪（2024）［2］研

究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何雨可等（2024）［3］研究发现，大数据

赋能政府治理能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此外，也有研究探讨了数字经

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腐败（Welch 等，2005）［4］、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聂爱云和潘孝虎，2023）［5］、财政透

明度（刘奥和张双龙，2022）［6］以及污染治理（余典范等，2023）［7］等的影响。然而，数字经济发展对

于财税治理的影响尚不明确。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可见，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

产业政策如何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形成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践中，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都在逐步运用大数据来推动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如美国国内收

入局（IRS）运用大数据技术将纳税人财务数据与其他数据集进行整合分析，构建纳税人行为预测

模型，提高了税收稽查的选案效率（Neuman 和 Sheu，2022）［8］。澳大利亚税务局运用大数据技术制

定不同层级的风险监控指标，通过可验证的第三方数据开展全面的数据比对稽核，识别出异常的

涉税交易事项①。比利时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设立新系统“交易网络分析”，依托该平台，成员国可以

快速交换、协同处理增值税数据，打击增值税逃税②。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运用大数据提升税收

治理现代化水平。其中，“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为推动大数据

和税收征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试验区通过持续推进数据中心整合利用，加快经

济活动数据化，帮助税务部门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纳税人及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各类信息，为实

施精准税收监管提供数据基础；另一方面，试验区积极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加速创新和广泛使用，这

也有利于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李鑫钊，2023）［9］。然而，目前少有文献探究试验区

建设对税收征管效率和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考察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效应。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显著提高了公司的税收遵从水平，这一结论

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通过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

化升级，抑制了公司隐匿数字化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异常关联交易，进而提升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税收分类监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和

规模较大的公司而言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大数据和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大数

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也越强。此外，大数据发展还显著增加了政府的企业所得

税收入；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也会增加公司通过避税化解经营风险的成本。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补充了试验区建设经济后果的文献。以往研究试验区建设经

济后果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碳排放（Wei 等，2023）［10］、企业数字化转型（孙伟增等，2023）［11］以及劳

动投资效率（游家兴和苏三妹，2024）［12］等方面，较少有文献关注试验区建设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

响。本文从大数据发展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提高这一视角切入，验证了试验区建设对公司

税收遵从的影响，拓展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框架。第二，本文拓展了公司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相关

研究。以往解释公司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是基于信息透明度（Pomeranz，2015）［13］、融资

约束（魏志华和夏太彪，2020）［14］和代理问题（严若森等，2018）［15］。本文结合数字经济背景下涉

税事项具有交易隐秘性、高度流动性以及数据依赖性等特点，从异常关联交易和隐匿收入的角

度，探究了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决策的具体影响途径，为未来研究公司税收遵从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第三，本文还为推动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数据技术和税收征管深度融合，

①　澳大利亚税务局副局长杰里米·赫希霍恩 . 澳大利亚：精心优化客户体验  推进征管数字化转型［N］. 中国税务报，2022-
1-5。

②　樊勇，陈飞 .科技税务推动制度变革与领域应用［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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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参考。现有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相关文献大多

关注征管系统数字化的影响（Dečman 等，2010［16］；Bhuasiri等，2016［17］；Night和 Bananuka，2019［18］；张

克中等，2020［19］）。也有部分文献关注电子发票使用（Bellon 等，2022）［20］、采用电子纳税申报

（Okunogbe 和 Pouliquen，2022）［21］以及区块链技术运用（Anomah 等，2024）［22］等征管方式数字化的影

响。然而，对于大数据发展和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关系还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来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这为进一步建设适应数字

经济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制度背景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到，大

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的新途径。为了贯彻落实《纲要》，2015 年 9 月，贵州省启动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工

作。 2016 年 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三部委发函批复，同意贵州省建设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围绕大数据制度创新、数据中心整合利用以及数据共享开放等开展系

统性试验。其中，事关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系列措施包括①：第一，持续推进数据中心整合利用

试验。贵州省实施数据资源汇聚工程，打造全国大数据内容中心，这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的

提升打下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第二，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开放试验。贵州省通过推动省内政务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以及数据共享交换，实现了政务数据的统筹管理。政府信息交换平台的建设正

有利于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第三，持续推进

大数据创新应用试验。贵州省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和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进行分析，推动税务

与海关、金融、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进行跨部门和跨地区的信息交换、数据共享、执法联动和协

同监管。

2016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三部委批复同意在京津冀等七个区域建设第二批试验

区，包括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上海市、河南省、重庆市、沈阳市以及内蒙古。其中，京津冀和珠江三

角洲为跨区域类综合试验区，更加注重数据要素流动，以数据流引领资金流、人才流，支撑跨区域

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产业转移。上海市、河南省、重庆市、沈阳市为区域示范类综合试验区，更加

注重数据资源统筹，加强大数据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内蒙古为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

合试验区，依托地理优势加大资源整合、建设大数据中心②。虽然八大试验区总体定位有所区别，

但是，从目标来看，各试验区都强调了形成大数据产业集聚，将大数据运用于政府科学决策和公共

治理中。据此，本文以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效应。

2.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数据的海量生成以及数据存储处理能力的攀升，都为推动税收征

管的数字化升级、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创造了新的机遇。事实上，我国税务机关一直在探索运用现

代化征管技术来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就开始

使用微型计算机来辅助税收征管工作，而后历经金税一期、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建设，到目前进入

到金税四期建设新阶段。金税工程（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工程）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通过对已有信

息的整合分析来压缩企业逃税空间（张克中等，2020）［19］。然而，构建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要素的新

①　曾帅，陈玲，江婷婷 .不负使命担重托  乘风破浪正当时——贵州深入推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N］.贵州日

报，2021-6-12。
②　连玉明等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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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税收征管模式，不仅需要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还需要推进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税

收征管融合发展。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市场主体具有的高流动性、交

易隐蔽性、业务模糊性和数据依赖性等特征，会从多个方面显著增加税收征管难度，降低现行税收

征管制度的效率（李鑫钊，2023）［9］。虽然数字经济发展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多种挑战，但以大数据为

代表的数字化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也能有效提高纳税主体

的税收遵从水平。大数据发展影响公司税收遵从的实质是通过经济社会数字化为税收征管数字

化升级创造条件，进而抑制公司通过隐匿收入和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避税。

第一，大数据发展可以推动税源数字化，抑制公司通过隐匿收入等方式进行避税。理论上，信

息不对称问题是现代税收征管的核心问题（Pomeranz，2015）［13］。以往的税收征管模式中，税务机关

使用的税费信息主要依赖于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数据以及部分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获取的经济行为

类佐证数据，数据种类和体量都显不足（冯绍伍等，2022）［23］。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计算机软

件、音像制品以及信息服务等数字化产品通过互联网以电子形式销售，交易标的具有无形性、隐秘

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导致物流和资金流难以追踪（姚东旭和严亚雯，2023）［24］。大数据发展推动了

税源信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加强对数字经济活动的税收监管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大数据发

展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数据化，促使企业愿意将交易数据全面记录，企业财务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Goldfarb 和 Tucker，2019）［25］。随着企业交易数据可得性的增加，税源信息变得更加丰富，这为税

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提供了数据基础。另一方面，大数据发展还推动政府各部门系统互联互通，

进而有助于税务机关从多领域、多方面深度挖掘涉税信息。在数字经济时代，海量交易信息涌现，

但这些涉税数据标准和口径不统一，限制了税务机关对税收大数据的挖潜利用（高博楠和王志刚，

2023）［26］。此外，信息交换激励机制不完善、信息统计口径不统一以及缺乏信息交换意识等都会制

约跨部门涉税信息交换效率，影响信息交换的税收遵从效应的发挥（陈思霞等，2021）［27］。试验区

积极建设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开放平台，并编制大数据关键共性标准，因此，当地税务机关

可以依托从该平台获取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对比稽核，查实公司是否存在不实申报等避税行为。

第二，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推动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抑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进

行避税。已有文献表明，关联交易是企业控制收入和成本，进行盈余操纵和避税的重要手段（洪

剑峭和薛皓，2009）［28］。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为企业通过与低税率子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的方式来逃避税款提供了便利（张乾等，2022）［29］。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可以提

高税务机关识别企业异常关联交易的效率，提升关联交易双方的税务风险（刘慧龙等，2022）［30］。

借助大数据，税务机关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对经济活动进行智能化监管，推动税收征管模式由

传统“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李平，2020）［31］。试验区积极深化大数据共享

应用，将大数据运用于完善税收监管的模型和指标体系，推动了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进

而可以提高税务机关查实公司是否存在异常关联交易等避税行为的效率。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大数据发展可以提升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三、 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2 年中国 A 股所有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并按照如下原则对初始样本进行筛

选：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剔除 ST 和 ST*的公司；剔除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宁波市和厦门市

等计划单列市的样本；剔除主要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后，本文共得到 29327 个观测

值。由于各变量缺失程度不同，因此各回归中样本个数略有不同。此外，本文还对所有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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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上下各 1% 的缩尾处理。本文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和 Wind 数据库，省级层面的数据收集整理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2.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以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

响，原因在于：试验区是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建设数字中国的

必然要求，因此，其实施更多源于政府的行为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单个公司的特征很难决定该

地区是否成为试验区，因此该试验区的设立对于公司来说，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利用该试点政策探

究大数据发展与公司税收遵从的因果关系，能够避免研究中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

构建的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

BTDsit = δ0 + δ1 Digs × Post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1）
其中，BTDsit 用于度量公司税收遵从水平，下标 s 表示省份、i 表示公司，t 表示年份。本文借鉴

Desai 和 Dharmapala（2006）［32］的研究，用会计税收差异（BTD）作为公司税收遵从的衡量指标，其中

BTD =（会计利润 -当期所得税费用 ÷名义税率）÷期初总资产，该指标越大，表示公司避税的可能性

越大，公司税收遵从水平越低。

本文以试验区设立作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外生冲击，设定虚拟变量 Digs，当 s 省份属于试验区

试点，赋值为 1，否则设为 0。Postt 为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2016 年之前设为 0，2016 年

及之后设为 1。
Xsit 代表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李青原等，2022［33］；Nguyen 和 Nguyen，2020［34］），包括公司层

面特征和宏观层面特征。具体来说，公司层面特征包括：（1）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会影响税

收遵从，但影响方向并不明确。部分学者认为，公司规模越大，其税收遵从水平越高。这是因为对

于大企业来说，其作为“纳税大户”通常会受到税务部门的重点管理（于文超等，2018）［35］。也有研

究认为，大公司有更大动机从事避税活动，因为大型企业财务更复杂，更有能力构建复杂的避税交

易（Zimmerman，1983）［36］。（2）现金持有量（CASH），一方面，公司避税存在成本和风险，因此，在公司

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公司无需承担避税风险，避税动机自然会减弱。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避

税程度较高的公司会倾向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未来可能来自税务机关的处罚（Hanlon 等，

2017）［37］。（3）固定资产比率（FR），公司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会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基，公

司可以通过弹性选择不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年限来进行税收筹划。（4）无形资产比率（IR），由

于研发费用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税前扣除，因此无形资产比率（IR）也会影响公司避税水平

（陈作华和方红星，2018）［38］。（5）账面市值比（MB），以往研究认为，公司会出于风险权衡进行税收

筹划，账面市值比越高的企业，避税动机会相应减弱（丁方飞等，2019）［39］。（6）公司年龄（AGE），成立

年限越长的公司，税收策略越趋于保守，避税动机相对较小（陈德球等，2016）［40］。不同成立年限的

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有所差异，公司经营状况、税收负担和现金流状况也不同，公司税收决策可

能也存在差异。除了公司自身的微观特征，公司所在地区的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其税收遵从。为

此，本文控制了产业结构（INS）、人均 GDP 的对数（LNGDP）和财政收支占比（STRESS），以控制地区

宏观经济因素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 μ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γt。

δ0 和 εsit 分别是常数项和残差项。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BTD

SIZE

如上文所示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0.0414
22.2399

0.0826
1.3046

-0.2467
18.9433

0.348
26.1791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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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R

IR

MB

AGE

INS

LNGDP

STRESS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

固定资产/总资产

无形资产/总资产

总资产/市值

所在年度—企业注册年份+1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省级财政支出/省级财政收入

0.1586
0.2139
0.0468
0.628

19.696
0.1554

10.5401
1.7849

0.1222
0.1585
0.0508
0.2517
5.7435
0.1392
0.7551
0.7212

0.007
0.0018

0
0.1098

7
0.0085
7.9336
1.0795

0.6445
0.6908
0.3234
1.184

34
0.9153

11.7685
4.7521

续表 1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四、 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本文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其中，列（1）为单变量回归，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为-0.0118，在 1% 水平显著；列（2）控

制公司层面特征变量后，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为-0.0082，同样在 1% 水平显著；列（3）
进一步控制宏观层面的特征后，此时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为-0.0074，在 1% 水平显

著。意味着，就平均值而言，试验区建设促使试点地区公司的税收遵从水平大约提高 17.87%
（0.0074÷0.0414=17.87%）。以上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能够发挥治税效应，提高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假说 H1得到验证。

表 2 大数据发展与公司税收遵从

Dig × Post

SIZE

CASH

FR

IR

MB

AGE

INS

LNGDP

STRESS

常数项

-0.0118***

（0.0028）

0.0645***

（0.0019）

-0.0082***

（0.0026）
0.0203***

（0.0019）
0.1506***

（0.0077）
-0.0814***

（0.0096）
-0.0570*

（0.0291）
-0.0744***

（0.0046）
0.0014

（0.0017）

-0.3550***

（0.0464）

-0.0074***

（0.0027）
0.0202***

（0.0019）
0.1507***

（0.0077）
-0.0815***

（0.0096）
-0.0565*

（0.0292）
-0.0743***

（0.0046）
0.0014

（0.0017）
-0.0307

（0.0253）
0.0108

（0.0096）
0.0073

（0.0047）
-0.4693***

（0.1067）

变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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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是

是

29327
0.0268

是

是

28784
0.0945

是

是

28778
0.0948

续表 2
变量 （1） （2） （3）

注：括号内为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下同

2.稳健性检验

（1）动态效应分析。表 2 仅列示了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平均效应，而动态效应检验能

够清晰地展示试验区建设的动态影响。为此，本文构建模型（2）：

BTDsit = α 0 +∑-5
6 αt × Digs × yeari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2）

其中，yearit 是时间虚拟变量，在试点建设前（后）第 t 年时为 1，否则为 0。以试点建设前一年

（t = -1）为基准期。图 1直观地列示了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动态影响，从中可以看到，在试

验区建设以前，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公司的税收遵从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不能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在试验区建设以后，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试验区建设可以提高

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图 1　动态效应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传统的处理前趋势检验可能造成估计偏误，进而影响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的结

论（Roth 等，2023）［41］。为此，本文借鉴许文立和孙磊（2023）［42］的研究，采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和平

滑限制方法对平行趋势进行敏感性检验。图 2 分别列示了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敏感性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处理后的点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值，这意味着，在相对偏离程度

限制下，政策实施的税收遵从水平提升效应稳健；采用平滑限制方法下处理前趋势偏差 20% 时，政

策实施效应依旧稳健。

（2）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当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即使不能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处理

效应的估计结果也会存在偏误，且这一偏误在政策统一时间实施的场景下依旧存在（许文立和孙

磊，2023）［42］。为此，本文采用多期多个体倍分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将位于试验区的公司视

作处理组，位于非试点地区的公司作为控制组，将处理组公司试点实施后的税收遵从度与其反事

实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得到处理效应，在加权平均后估计出政策转换效应。图 3 列示了采用该模型

的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在试点实施以前，政策效应并不显著，而在试点启动后，政策效应

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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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假设的敏感性检验

图 3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

（3）工具变量法。为了避免存在与试验区空间选址类似的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估计结果的

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试验区选址的内生性问题。借鉴 Lyu 等（2024）［43］的研究做法，采

用历史上各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前一年的全国网民数量（百万）相乘得到的交互项

（iv）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原因在于，试验区建设需要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则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因此，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可能会从技术和行为习惯上影响试验区的选

址，符合相关性要求。此外，理论分析表明，公司税收决策是管理层对避税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

后的结果（Allingham 和 Sandmo，1972）［44］。因此，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不会影响当前公司税收遵

从水平，满足外生性要求。进一步，本文在“恰度识别”（工具变量的个数和内生性变量的个数相

等）的情况下，无法从统计上来严格论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为此，本文借鉴 Conley 等

（2012）［45］的研究，放松工具变量严格外生性假设进行估计，构建如下两阶段方程：

BTDsit = θ0 + θ1 Digs × Postt + θ2 ivs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3）
Digs × Postt = τ0 + τ1 ivs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4）

其中， iv 代表工具变量（历史上各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前一年网民数量交互

项），其余变量定义与上文一致。若 θ2 ≠ 0，表明 iv 并不严格外生；若 θ2 = 0，表明 iv 近似外生。本文

使用置信区间集合方法（UCI），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预先给 θ2 设置一个预期范围，再计算得

到 θ1 的点估计与置信区间。

表 3 列（1）和列（2）列示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列示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可

见，工具变量（iv）的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正，即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和当地成为试验区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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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进一步结合 K-Prk Wald F 统计量检验结果可知，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列（2）列示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可见，此时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

负 ，进 一 步 证 明 了 本 文 研 究 结 论 的 稳 健 性 。 此 外 ，基 于 UCI 方 法 得 到 的 大 数 据 发 展 变 量

（Dig × Post）的置信区间为（-453232.87，-836.00783），这表明，即使在工具变量并不完全外生的前

提下，大数据发展依然显著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表 3 放松“严格外生性”要求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Dig × Post

iv

K-Prk Wald F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第一阶段

0.0004***

（0.0000）
331.105

是

是

控制

24312
0.5324

（2）
第二阶段

-0.0319***

（0.0089）

是

是

控制

23926
0.0895

（3）
UCI

-453232.87 -836.00783

此外，现实中 θ2 的分布和取值会发生变化，而非始终沿着本文所设定的某一区间变化。为此，

本文还绘制了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回归系数随着 θ2 变动而变动的分布区间图。如图 4
所示，尽管随着 θ2 的增加，即工具变量外生性逐渐减弱的情况下，θ1 的系数出现了递减的趋势，但仍

然显著为负。可知，即使 θ2 的值持续变化，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也

始终存在。综上，即使本文所选工具并非完全外生，本文的结论依旧稳健。

图 4　UCI假设下的置信区间

（4）考虑样本选择偏误。本文以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大数据发

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然而，由于试验区政策并非完全随机，本文的结果可能是由位于试验

区的公司自身特征所导致。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倾向得分匹配-双

重差分法和熵平衡—双重差分法展开进一步检验。

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为位于试验区的公司寻找配对样本。PSM 的基本思路是，

在未处于试验区的控制组中找到某个公司 j，使得 j与位于试验区的处理组公司 i的可观测变量尽可

能相似（匹配），即 Xj ≈ Xi，以便能够进行相互比较。由于截面匹配可能会混淆数据的时间特征，本

文借鉴 Blundell 和 Costa Dias（2005）［46］研究，在双重差分之前采用逐年匹配方法为各年处理组找到

46



2024 年   第  12 期

对照组，以避免试点的非随机性问题。具体步骤如下：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现金持有

（CASH）、固定资产比率（FR）、无形资产比率（IR）、账面市值比（MB）以及公司年龄（AGE）等作为匹

配变量。然后，逐年按照半径为 0.1 的最近邻一对一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找到对照组，进行共同支撑

假设检验和平衡性假设检验。为了考察位于试验区的公司和未处于试验区的公司在匹配前后是

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分别绘制了匹配前后两者的倾向得分值核密度分布。如图 5 所示，可以看

到，匹配前两者的分离趋势明显，而在匹配后均值线的距离缩短，两条曲线更加接近，说明匹配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同时，本文还比较匹配前后不同年份 Logit回归结果，发现匹

配后各协变量的系数值有所减小、显著性降低以及伪 R2减小，满足平衡性假设①。

图 5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结果

利用匹配后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可以看出，大数据发展变量

（Dig × Post）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负。为了提高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按照半径为 0.1 的最

近邻一对二匹配方法进行匹配。表 4 列（2）的结果显示，更换匹配方法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表 4 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检验结果

变量

Dig × Post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近邻一对一

-0.0060**

（0.0029）
是

是

控制

21823
0.0949

（2）
近邻一对二

-0.0061**

（0.0029）
是

是

控制

22774
0.0990

（3）
三阶矩

-0.0065**

（0.0028）
是

是

控制

28324
0.4380

（4）
二阶矩

-0.0065**

（0.0027）
是

是

控制

28324
0.4400

其次，本文借鉴 Hainmueller（2012）［47］的方法，采用熵平衡法来减少估计时的选择偏误。与

PSM 不同，熵平衡法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能够保证各协变量高阶矩分布的相似性，并且不会损失

样本。选取与 PSM 同样的变量来进行匹配。表 5 列示了采用熵平衡法（三阶矩）进行匹配的效果，

可以看到，在匹配前各协变量的均值、方差和偏度都有较大差异，在熵平衡匹配后各协变量的均

值、方差和偏度的差异都明显缩小，表明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然后，用熵平衡匹配后的样

本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 列（3）和列（4）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进一步考虑样本选择偏误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①　平衡性假设检验：由于逐年 PSM 是一年一年进行匹配的，因此考察各协变量在两组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偏差只能在同一年

份中进行比较，不同年份的匹配样本没有可比性。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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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熵平衡法检验效果（三阶矩）

匹配前

SIZE

CASH

FR

IR

MB

AGE

匹配后

SIZE

CASH

FR

IR

MB

AGE

处理组

均值

22.4000
0.1708
0.1903
0.0449
0.6316

19.8900
处理组

均值

22.4000
0.1708
0.1903
0.0449
0.6316

19.8900

方差

2.0240
0.0171
0.0248
0.0026
0.0666

35.0700

方差

2.0240
0.0171
0.0248
0.0026
0.0666

35.0700

偏度

0.7280
1.3970
1.0960
2.9150
0.0812
0.1405

偏度

0.7280
1.3970
1.0960
2.9150
0.0812
0.1405

控制组

均值

22.1500
0.1508
0.2293
0.0479
0.6254

19.6000
控制组

均值

22.4000
0.1706
0.1907
0.0450
0.6316

19.8900

方差

1.4530
0.0133
0.0247
0.0026
0.0612

31.7900

方差

2.0220
0.0171
0.0248
0.0026
0.0666

35.0400

偏度

0.5681
1.5490
0.8255
3.1020
0.0072
0.1265

偏度

0.7288
1.3990
1.0920
2.9170
0.0802
0.1403

（5）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试验区实施时间和试点地区的选择性，本文通过随机筛选试点地

区并随机产生试点实施时间，然后使用构造的虚假实验估计基准模型。图 6 为随机处理 500 次后

虚拟处理效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看到，随机模拟得到的回归系数分布在 0 附近，这进一步表明本文

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图 6　安慰剂检验

（6）考虑税收相关政策影响。第一，考虑“金税三期”工程建设的影响。“金税三期”工程以“以

票控税”为指导思想，充分掌握和利用税收大数据，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稽查能力，有效提升了

公司税收遵从度（张克中等，2020）［19］。为了排除该政策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金税三

期”政策实施虚拟变量（Gtax）。第二，考虑 2018 年国地税合并的影响。范子英等（2022）［48］研究发

现，国地税合并后，征管体系的去属地化有效压缩了企业逃税空间。为了排除该政策的干扰，本文

构建了“国地税合并”政策虚拟变量（Com × Time）加入到基准模型中，其中，当公司的企业所得税

原本是地税局征收，Com 取 1，否则为 0；2018 年及之后的样本，Time 取 1，否则为 0。第三，考虑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7 年起开展“税收营商环境试点”，显著

提高了企业税法遵从度（范源源和李建军，2023）［49］。因此，为了排除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影响，本

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省市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变量（Ytax）。表 6 列（1）~列（3）列示了考虑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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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影响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

（7）考虑其他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影响。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影响。本文将“宽带中

国”实施试点变量（Inter）纳入到基准模型中，以控制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税收征管效率的

影响。第二，考虑信息惠民政策实施的影响。贺晓宇和储德银（2023）［50］研究发现，信息惠民政策

可以推动当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将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变量（Infor）加入到基准模型

中，以控制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当地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表 6 列（4）和列（5）列示了考虑其他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影响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

负。以上结果表明，在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后，本文结论依旧成立。

表 6 排除同期政策的干扰

变量

Dig × Post

Gtax

Com × Time

Ytax

Inter

Infor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金税三期

-0.0076***

（0.0027）
-0.0085***

（0.0025）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53

（2）
国地税合并

-0.0071***

（0.0027）

0.0065**

（0.0026）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52

（3）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0.0064**

（0.0027）

-0.0105***

（0.0023）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62

（4）
宽带中国

-0.0073***

（0.0027）

-0.0017
（0.0027）

是

是

控制

28330
0.0947

（5）
信息惠民

-0.0067**

（0.0027）

-0.0033
（0.0027）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49

（8）替换核心变量的衡量指标。为了避免单一度量指标给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借鉴以往研

究（李青原等，2022［33］；范源源和李建军，2023［49］），本文还采用扣除应计盈余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

（DDBTD）和消除名义税率影响的所得税率（TA_ETR）来重新度量公司税收遵从水平。其中

TA_ETR =企业名义所得税率 -实际所得税率。此外，为了提高政策识别的准确性，尽管所有的试

验区都是在 2016 年获批，但贵州省在 2015 年 9 月就已经开展相应建设，同时，其他试验区都是在

2016 年下半年才获批，因此，将贵州省的政策实施节点设定为 2015 年，其他则设定为 2016 年，据此

设定新的多期双重差分变量 Dig_N。表 7 列（1）~列（3）列示了采用新的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

看到，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后，本文的结论仍旧成立。

（9）变换样本。首先，为了排除新设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影响，本文采用平衡面板数据重新对基

准模型进行回归；其次，为了排除时间跨度过长的数据可能带来的序列相关问题以及新冠疫情等

的影响，本文仅保留 2013—2018 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最后，剔除贵州省的样本后进行估计，即

只考虑第二批试验区建设的税收遵从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 列（4）~列（6）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

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结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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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替换核心变量和变换样本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Dig × Post

Dig_N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DDBTD

-0.0078***

（0.0029）

是

是

控制

28778
0.0841

（2）
TA_ETR

-0.0202***

（0.0068）

是

是

控制

28778
0.0225

（3）
BTD

-0.0077***

（0.0027）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49

（4）
平衡面板

-0.0087***

（0.0030）

是

是

控制

16307
0.0912

（5）
缩短样本

-0.0097***

（0.0029）

是

是

控制

12564
0.0799

（6）
剔除贵州

-0.0074***

（0.0027）

是

是

控制

28525
0.0944

五、 机制分析

1.大数据发展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

前文分析认为，大数据发展可以推动当地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进而提升公司的税收遵从

水平。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提高。因此，本文首先检验

大数据发展对当地税收征管水平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模型：

TEst = ϑ 0 + ϑ 1 Digs × Postt + β∙Xst + μs + γt + εst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TE 为当地税收征管水平，借鉴江轩宇（2013）［51］的做法，以地区实际税负和

预测税负衡量的税收努力程度（TE）作为税收征管水平的代理变量①，该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税收

征管水平越高；选取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自然对数、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值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余变量与

上文定义相同②。基于模型（5）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在 1% 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大数据发展的确提高了当地税收征管水平。

表 8 机制分析结果

Dig × Post

Dig × Post × Gtax2

Dig × Post × Inf

Gtax2

Inf

年份固定效应

0.0655**

（0.0269）

是

-0.0125***

（0.0032）
0.0108***

（0.0041）

0.0228
（0.0149）

是

0.0029**

（0.0015）

是

-0.0053*

（0.0027）

-0.0252***

（0.0076）

-0.0166
（0.0117）

是

-0.0097**

（0.0044）

是

-0.0112**

（0.0049）

是

变量
（1）

税收征管

（2）
征管数字化

（3）
YN

（4）
数字收入隐匿

（5）
PRT1

（6）
PRT2

①　通过各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等回归在地区税收收

入占 GDP 的比重上，其拟合值为地区预测税负。

②　由于未获取到 2022 年部分宏观层面数据，因此这里只采用 2010—2021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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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是

控制

354
0.6726

是

控制

28778
0.0957

是

控制

21479
0.0016

是

控制

28778
0.0963

是

控制

20953
0.0359

是

控制

20953
0.0409

续表 8
变量

（1）
税收征管

（2）
征管数字化

（3）
YN

（4）
数字收入隐匿

（5）
PRT1

（6）
PRT2

注：除第（1）列，其余各列中括号内为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此外，如果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是试验区设立提升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原因，那么试验区

设立的税收遵从效应应该主要存在于试点前位于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而不是那

些位于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本身较高地区的公司。由于很难对地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进行直

接度量，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作为当地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的替代衡量指标，如果试点

前（2016 年以前）当地实施了“金税三期”工程，认定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反，则为

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理由在于，“金税三期”以智能化为特征，运用大数据技术

充分整合涉税信息，推动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刘慧龙等，2022）［30］。为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

纳入试点前地区税收征管数字化变量（Gtax2）与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交乘项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8 列（2）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在试点前税收

征管数字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强。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试验区设立可以推动当地税

收征管的数字化水平提升，进而提高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事实上，上述检验实际上只提供了“大数据发展—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提升—公司税收遵从”

的间接证据。遗憾的是，本文无法将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匹配到试验区进行检验。即便如此，这

里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新闻事件来进行补充分析。例如，2021 年贵州省在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实施方案中提出，“发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先行优势，依托贵州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

电子政务外网，有序有力推进涉税数据共享”①。在该方案的指引下，贵州省积极建立省市县三级

税收大数据共享机制，与有关部门充分沟通编制了《涉税涉费业务协同责任清单》和《政务涉税涉

费数据清单》，累计梳理涉及 20 余个相关部门的业务协同事项 31 项，梳理涉及 50 个部门的政务涉

税涉费数据达 226 个表单 2592 个数据项②。因此，上述影响机制分析进一步说明了试验区建设推

动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进而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2.具体路径分析

上文的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税收征管的数字化水平进而提高公司税收遵

从水平。本部分从公司收入隐匿和关联交易的视角切入，进一步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提升影

响公司税收决策的具体路径。

第一，大数据发展可以提升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使得税务机关更容易查实公司有无隐匿销

售收入的行为，进而提高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理论上，在企业的货币资金会计科目总体上账实相

符的前提下，收入隐匿即企业实际获得了相应收入但未体现在税负上。为此，本文借鉴孙鲲鹏和

石丽娜（2022）［52］研究，通过公司营运现金流增长和税负增长之间的匹配关系来衡量公司的收入隐

匿状况。因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Nsit = μ0 + μ1 Digs × Post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6）
①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2021〕 18 号［EB/OL］．

https：//www.guizhou.gov.cn/ztzl/gzsgzhgfxwjsjk/gfxwjsjk/srmzfbgt/202201/t20220128_72438903.html，2021-07-30。
②　余昌旭 .贵州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现六个创新［N］.贵州日报，202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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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N 为衡量公司收入隐匿状况的指标，具体衡量方法为：将公司的所得税增长率回归在营

运环节现金流入增长率以及行业、年份等一系列控制特征上，获得其残差，并将该残差在年份和行

业内标准化为 0~1 之间的分值作为公司收入隐匿概率的反向指标。YN 越大，代表公司隐匿收入概

率越小。此外，由于公司预收账款计入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但在当期不

一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其他应付款虽不计入营运环节现金流入，但其他应付款确实无法偿付

时应计入其他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为此，本文还控制了公司预收账款的对数和其他应付款的对

数，其余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基于模型（6）的回归结果如表 8列（3）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

量（Dig × 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抑制公司通过收入隐匿的方式进行避税。

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产品交易标的具有无形性、隐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而大数据发

展推动了税源信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加强对数字经济活动的税收监管提供了契机。为此，本文

还进一步考察大数据发展对公司隐匿数字化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理论上，如果减少公司隐匿数字

化产品销售收入是大数据与税收征管融合发展提高公司税收遵从的具体路径之一的话，那么大数据

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应该对于以销售数字化产品为主的公司更为显著。为此，本文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公司是否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nf）与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交乘项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8列（4）所示，可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

提升效应对于销售数字化产品为主的公司更强，表明大数据和税收征管融合发展提升了稽查信息化

水平，抑制了公司隐匿收入（尤其是数字化产品的销售收入），进而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第二，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进而抑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

避税。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PRTsit = ρ0 + ρ1 Digs × Post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7）
其中，PRT 为公司异常关联交易的衡量指标。借鉴宫晓云等（2022）［53］研究，本文采用公司关

联交易总额超出行业—年度均值的部分来衡量公司异常关联交易（PRT1）。同时，为了提高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通过回归模型计算得到的残差部分，作为公司异常关联交易的另一衡量指标

（PRT2）①。其余变量定义与基准模型一致。基于模型（7）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5）和列（6）所示，可

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变量（Dig × P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大数据和税收征管融合发展通过

减少异常关联交易进而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

六、 异质性分析

1.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异质性分析

理论上，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税收征管的核心问题（Pomeranz，2015）［13］。企业信息越透明，企业

逃避税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就越大，其逃避税成本也越高（范源源和李建军，2022）［54］。因此，当

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时，公司的税收遵从水平也相对较低。此时，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

平的提升效应就应该越强。为此，本文试图从盈余管理和分析师跟踪两个角度，探究公司内部信

息质量和外部信息环境对大数据发展与公司税收遵从二者关系影响的异质性。具体而言，本文采

用分行业分年度的修正 Jones 模型估计出的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测度公司内部信息质

量。对于外部信息环境，现有研究表明，分析师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可以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张纯和吕伟，2009）［55］。因此，本文参考 Clement（1999）［56］做法，计算分析师预测准确度②，分析师

①　通过行业和公司规模、杠杆率和成长性等公司特征回归在关联交易比（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总额占资产总额的

比例）上计算得到的残差部分，定义为异常关联交易（PRT2）。

②　具体计算方法为：某分析师某次对于某股票预测误差的绝对值减去其他所有分析师的误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两者之差

除以其他所有分析师误差的绝对值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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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准确度越高，表明公司外部信息环境越好。

基于此，本文分别按照上述指标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可

以看到，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只在内部信息质量和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样

本组中显著。

表 9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Dig × Post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内部信息质量较好

-0.0018
（0.0026）

是

是

控制

14139
0.0964

（2）
内部信息质量较差

-0.0139***

（0.0042）
是

是

控制

13888
0.1171

（3）
外部信息环境较好

-0.0105
（0.0072）

是

是

控制

4718
0.1622

（4）
外部信息环境较差

-0.0153***

（0.0056）
是

是

控制

4653
0.0873

2.基于税收分类监管的异质性分析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

明确提到，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精准实施税务监管。对逃避税问题多发的行业、地

区和人群加强税收风险管控与分类监管，可以有效节约税收征管资源，提升税收征管质效。首

先，对于大企业来说，其作为“纳税大户”，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可能有着更强的议价能力。同时，

大企业可以聘请更多财务人员和税收中介，税收筹划能力也相对较强。孙鲲鹏和石丽娜

（2022）［52］的研究也表明，与规模较小的企业相比，大企业有着更多的逃税机会。此外，大企业

具有集团化管理和规模化经营的特点，以往基于“点对点”税收管理模式主要针对单个成员企

业的税收风险事项，难以解决大企业税收聚集性和税收管理零散性之间的矛盾。现有研究发

现，上市公司集团可以通过高税率地区母公司向低税率地区子公司转移利润的方式进行避税

（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57］。因此，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对于规模较大

的公司更为显著。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公司资产规模和集团规模两个角度探究大数据发展对于不同税收稽查重

点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其中集团规模用上市公司子公司数量来衡量。估计结果如表 10 所示，可以

看到，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只在公司资产规模较大的样本组和集团规模较

大的样本组中显著。

表 10 基于税收分类监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Dig × Post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资产规模较大

-0.0104***

（0.0033）
是

是

控制

14465
0.0944

（2）
资产规模较小

-0.0028
（0.0044）

是

是

控制

14313
0.0981

（3）
集团规模较大

-0.0081**

（0.0036）
是

是

控制

14393
0.0961

（4）
集团规模较小

-0.0039
（0.0045）

是

是

控制

13931
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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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拓展性分析

1.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政策效应

考虑到试验区建立后，大数据与税收征管融合发展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公司可能也会根据所

处环境调整其税收筹划策略。为此，本文设定模型（8）来探究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长期

和短期影响。

BTDsit = γ0 + γ1 PostS
t + γ2 PostL

t + γ3 Digs × PostS
t + γ4 Digs × PostL

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8）
其中，PostS

t 表示试验区设立的短期效应，当年份为 2017—2019 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PostL
t 表

示试验区设立的长期效应，当年份为 2020—2022 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在模型（8）中，系数 γ3 和

γ4 分别表示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影响。由表 11 可知，Digs × PostS
t 的系数

为-0.0062，在 5% 的水平上显著；Digs × PostL
t 的系数为-0.0076，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

明，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即试验区设立后，随着时间推移，大数

据技术和税收征管深度融合，对公司税收遵从水平的提升效应也越强。

表 11 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政策效应

变量

Digs × PostS
t

Digs × PostL
t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改革的长期效应

-0.0062**

（0.0027）
-0.0076**

（0.0033）
是

是

控制

28778
0.0948

2.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收益

上文分析验证了大数据发展影响公司税收遵从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效应，但大数据发展发

挥的治税效应带来了多大的收益还不明确。为此，本文借鉴 Chaurey（2017）［58］的研究，粗略计算

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收益。其原理在于，基于试验区建设后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情况，利用双

重差分的估计系数倒推出反事实情况下的纳税额，通过二者的差额来评估大数据发展的治税

收益。

具体来说，本文以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取自然对数）对政策交互项（Dig × Post）回归，可以得

到系数 δ（0.0928）①，即试验区建立后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了 9.28%。表 12 列示了本文估算的

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收益，以 2017 年为例，试验区的企业所得税收入约为 6151 亿元，按照试验区建

立后上升 9.28% 推算，如果没有成立试验区，这些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为 5628.66 亿元，由此可以

得到，2017 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值为 522.34 亿元。按此逻辑，可以推算出 2018—2021 年所对应

的收益。可见，大数据发展使得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 2842.25 亿元，有效提高了地方财政收

入，为进一步深入实施地区数字产业政策提供了财政基础。

①　这里基于 2010—2021 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自然对数、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第一产业

占 GDP 的比例、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例以及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等作为控制变量，估计大数据发展对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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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收益 单位：亿元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总收益（亿元）

（1）企业所得税

6151
6680
6755
6469
7415

（2）政策效应系数

0.0928
0.0928
0.0928
0.0928
0.0928

（3）反事实收入

5628.66
6112.74
6181.37
5919.66
6785.32

（4）收益

522.34
567.26
573.63
549.34
629.68

2842.25
3.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可以提高公司税收遵从水平，但税务合规成本的提高可能会加剧

公司经营风险。理论上，公司可以通过逃税的方式来进行内源性融资，节约公司现金流，进而降低

公司风险。然而，大数据发展水平提高后，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公司通过避税来化

解经营风险的成本。为了考察这一经济后果，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Risksit = σ 0 + σ 1 Digs × Post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9）
Risksit = φ 0 + φ 1 Digs × Postt + φ 2 BTDsit + βXsit + μi + γt + εsit （10）

其中，Risk 表示公司经营风险，借鉴毛志宏等（2024）［59］的研究，本文用 Z 指数来衡量公司的经

营风险，Z =1.2×（营运资金 ÷总资产）+1.4×（留存收益 ÷总资产）+3.3×（息税前利润 ÷总资产）+0.6×
（权益的市场价值 ÷总负债的账面价值）+0.999×（营业收入 ÷总资产）。该指数越大，经营风险越低，

其余变量定义与上文一致。表 13 列示了基于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以公司经营风

险（Risk）为解释变量时，大数据发展（Dig × P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提高了

公司经营风险。由列（2）可知，公司税收遵从水平（BTD）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避税可以降低

经营风险。此外，表 2 列（3）的结果已经表明，大数据发展会显著抑制公司避税、提高公司税收遵

从。以上结果表明，虽然大数据发展显著抑制了公司避税，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经营风险。

此外，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林炳洪和李秉祥（2024）［60］的做法，计算了 O 指数来衡

量公司经营风险①，O 指数越大代表经营风险越高。表 13 列（3）和列（4）列示了以 O 指数衡量公司

经营风险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表 13 大数据发展的经济后果

变量

Dig × Post

BTD

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Z 指数

-0.2608*

（0.1486）

是

是

控制

28228
0.2629

（2）
Z 指数

-0.2132
（0.1472）
5.6893***

（0.3823）
是

是

控制

28228
0.2742

（3）
O 指数

0.1464**

（0.0643）

是

是

控制

25858
0.1431

（4）
O 指数

0.0582
（0.0534）
-11.2477***

（0.2285）
是

是

控制

25858
0.4322

①　 O = -1.32 - 0.407SIZE + 6.03TLTA - 1.43WCTA + 0.0757CLCA - 2.37NITA - 1.83FUTL + 0.285INTWO - 1.72OENEG -
0.521CHIN。 其 中 ，SIZE = Ln (总资产 )；TLTA = 总负债 ÷ 总 资 产 ；WCTA = 营运资金 ÷ 总 资 产 ；CLCA = 流动负债 ÷ 流动资产；

NITA = 净利润 ÷ 总资产；FUTL = 经营性净现金流 ÷ 总负债；INTWO，若过去两年净利润均为负数则为1，否则为0；OENEG，如 果

总负债>总资产为 1，否则为 0；CHIN = ( NIt - NIt-1 ) ÷（|NIt| + |NIt-1|），NI表示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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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双重

差分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发展的治税效应，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显著提升了公司

税收遵从水平。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发展通过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抑制了公司隐匿数

字化产品销售收入和异常关联交易，进而提高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数

据发展的治税效应对于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和规模较大的公司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

果表明，大数据发展对公司税收遵从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大数据发展显著增加

了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提高了国家财政能力。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还增加了公司通

过避税来化解经营风险的成本。

2.政策启示

本文丰富了试验区建设的经济后果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文献，同时也进一步

拓展了数字化技术和税收征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还有着重要的政策

内涵：

第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推动数字产业政策与财税政策协调配合。本文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进行数字税收治理提供技术条件，而政府税收治理能力的提升又可以为继

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应将数字化改革和财税改革纳入到同一框架中进行。

一方面，在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时不能仅仅考虑财税本身，而是应立足于我国数字经济飞速

发展的背景之下；另一方面，增强数字产业政策与财税政策目标和措施的一致性，强化利好政策协

同效应，确保不同政策共同发力、形成合力。

第二，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释放数字经济的税收红利。首先，在总结现有八大试

验区经验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建立具有地区特色的大数据试验区，推动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深入推进试验区的建设，释放试验区的数据资源，以数据治理创新来推

动税收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应加快数据资源化，继续依托试验区建立的数据共享交

换和开放平台来打造规模大、类型多、价值高、颗粒度细的税收大数据，为建成“以数治税”分类监

管模式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安全有序开

放，推动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

第三，强化数字经济税收监管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字经济模式多样性、业务复杂

性以及交易的虚拟性等特点给税收征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数字经济时代海量数据的

生成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和广泛使用，也为税收征管

的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探索建立适应数字

经济发展的税收监管和稽查新秩序。首先，应扩大税收治理情景下数据技术应用和再开发，以数

字技术和数据共享“双轮”驱动，达成涉税大数据获取、共享、集成、处理、分析和有效运用，以建成

强大的智慧税务。其次，结合数字经济涉税特征，创新税收征管模式。税务部门应全面建立基于

数字经济的税务登记系统、针对不同的数字经济业态进行分类监管、加强税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推动税收共治体系的建设。

第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税务风险防控与监管，精准实施税务监管。充分挖掘和利用大数据

推进税收精准监管是节约税收征管资源、提升税收征管质效和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税收营商环境的

重要措施。本文研究发现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逃避税动机的重要因素。因

此，税务机关可以将这两方面纳入到税收监管和稽查选案标准中，提高税收监管和执法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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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ave 
triggered a rapid growth in data， which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resource of the State， and big data are 
increasingly having an important impact on glob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on the mechanism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the way of lif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gover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l 
industries， but als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ment and achieving the government’s macro-

control goals. However， the impact on fiscal governa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system， is not yet clear. Theoretic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g data industrial policy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ax administration， and thus enhanc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ocation-oriented policies based on big data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u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for Big Data”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this finding is still 
valid in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tic analyses suggest that big data development ultimately enhances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by driving digital upgrades i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in turn inhibits unusual connected 
transactions and the concealment of revenues from the sale of digitised product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tax classification and regulation show that the effect is concentrated in firms with po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firms with large asset sizes， and firms with large group sizes. In additio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big data development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re greater than the short-term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governance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government tax revenues， 
improves the country’s fiscal capacity， and provides impetus for the continued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test also finds that big data development also increases the cost to firms of mitigating business risks 
through tax avoidanc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paper add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zones has mainly focused on corporate labor 
productiv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impact of pilot zone 
construction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expand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cond，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Previous literature expla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is mostly based on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agency proble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ffects corporate tax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usual connected transactions and hidden income. Third，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s to help modernize tax governance and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data development and tax administration digitization .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big data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digitaliz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by facilita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a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new productive force；digital government；big data；taxation by numbers；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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